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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译论史概略

实践与理论总是相伴而行的。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基本上是同翻译发展跨过同

样的时代，经历同样的潮起潮落，历史同样古老。战国时期的荀子在《正名篇》中曾

论道：“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

相期也......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

通。”用今人的现代语言来说，荀子在此提到了翻译的可译性问题：不同民族虽然语

言不同，但同为人类，具有同样的概念，因而可以通过翻译而互相交流。这恐是所能

见到的古代最早的比较完整的译论文字了。如果深入挖掘的话，还会见到更早一些关

于译论的零星片语，比如据《春秋谷梁传》记载，在公元前约五百年，“孔子曰：‘名

从主人，物从中国’”。另一处又提到孔子曾言曰：“号从中国，名从主人。”这正是孔

子对翻译的译名问题的论述。而“名从主人”也进入中国译学词典，流传下来。

然而，纵观整个中国翻译史，虽然伴随着几次翻译实践活动的繁荣时期也出现

过翻译理论的研究高潮，但译论家纷纭，译论纷纭，却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因此，

根据历代译论所涉及的对象、内容和中国的传统风格以及中国历史纪年，中国译论发

展史大体可以分为两大时期，即古典译论时期和现代译论时期，以二十世纪初新文化

运动为界，与翻译发展史基本一致。

1. 古典译论时期

这个时期又以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时值明末万历年间）为界。界之前为

古代佛经译论阶段，界之后为古典译论发展阶段。界前界后，两个阶段别有洞天，却

有一根主线贯穿整个译论发展的始终，这条主线便是关于翻译标准、翻译方法（文与

质）以及译名问题的探讨。

一.古代佛经译论阶段

根据现存文字史料，中国古代译经理论史的开宗第一篇为公元 224 年（三国吴

大帝时）支谦所作《法句经序》，此时古代大规模的译经实践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支谦，一名支越，字恭明，因原为月支人故姓支，与其师支亮及支亮之师支谶号称“三

支”，天下博知，“不出三支”。支谦在其《句法经序》中最早提出翻译方法“文”与

“质”之分野，并进行了论述，从此在中国翻译史正式开创了对峙的“文”“质”两

派，即支谦倾向的译文至少应该“粗得大趣”的文（意）派和维祗难所倾向的译文“易

晓”“勿失厥义”便可的质（直）派。



历史上最早主张意译的，还有后秦僧人鸠摩罗什（344-413），华名童寿。罗什

第一个进一步提出译文应表现原文体韵（文体与语趣）的问题。他的一段著名论述见

于《出三藏记集》：“什每为睿论西方辞体，商略同异，云：‘天竺国俗，甚重文藻，

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尊。经中偈颂，

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

乃令呕秽也。”后人常引“有似嚼饭与人”以证死译之乖。而罗什本人译经也的确做

到了可谓折中，“有天然西域之语趣矣”（宋僧赞宁：《宋高僧专》）

佛经译论的文、质之争自东晋高僧慧远（334-416）提出“厥中”见解，即“调

和论调，亦两派对抗后时代之要求也。”（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始暂告停息。

他批评文、质两派或文过其意，或理胜其辞，提出“参通晋胡，善译方言，幸复详其

大归，以裁厥中焉”即通晓双语，取两派之长辩证翻译，既“文不害意”，又“务存

其本”。

僧佑关于文、质的议论“然文过则伤艳，质甚则患野。野艳为弊，同失经体”

为后人乐于引用。

古代佛经译论史最早有意识、较全面地总结翻译理论、贡献最大的是道安和彦

琮。

道安（314-385）东晋前秦高僧，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中提出著名的

“五失本”“三不易”之说：

“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

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

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

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

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

然《般若经》，三达之心，覆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

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

二不易也。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者大迦叶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书；今离千年，而

以近意量裁，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岂将不知法者勇乎？斯三

不易也。”

这里，道安总结了由于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差异在佛经汉译时必然会出现的“失

本”，即：1.改变词序；2.修饰文字；3.删简词句；4.删节复述；5.削减赘言 。何

谓“本”？本，“真”也，即 梁启超在“撮”道安“三不易”的“大意”时所提“既

须求真，又须喻俗”（《翻译文学与佛典》）中所求之“本真”，也就是原文的本来思想、

原本的真实面目。“本”又称“案本”，道安曾有言：“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

时该倒句，余尽实录。”（《 婆沙序》）是说道安自己译经时尽量避免发生上述五种情

况以力求不失本，由此也可以看出在翻译方法上道安是“尊尚直译之论”（梁启超（《翻

译文学与佛典》）。道安总结的“三不易”是指：1.古今习俗不同，古文雅朴而今文华

藻，改古适今不易恰当；2.以后世的浅俗理解古圣的微言大义不易贯通；3.释迦牟尼

大弟子出经尚难，后世凡人以仅度古更不易正确。

道安有一妙譬，将翻译的随意增删喻为“便约不烦者，皆葡萄酒之被水者也。”

从此，“葡萄酒被水”或“酒被水”与“窍成混沌终”“乳之投水”便成为“痛切”的

翻译之戒，后人乐引不疲。

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开拓了中国译论史上系统总结翻译方法之先，而彦

琮的《辩证论》则是中国译论史上第一部长篇翻译专著。《辩证论》所提出的“八备”

之说，从另一个方面进行论述（也可以说是外篇或外部研究，而道安的关于翻译方法



的“五失本”“三不易”则可以说是内篇或内部研究），“可谓深探本源”及“常谈耳”

（梁启超语）。

彦琮（557-610）隋代名僧。其所著《辩证论》是他“久参传译”所得译经之经

验总结，并具有翻译教科书的性质。“八备”是此书的最精彩、最杰出的部分：

“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其备一也；将践觉场，前牢戒足，不染讥

恶，其备二也；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其备三也；旁涉坟史，工缀典词，

不过鲁拙，其备四也；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其备五也；耽于道术，淡于

名利，不欲高衔，其备六也；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其备七也；薄阅苍雅，

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其备八也。”

“八备”是指译（经）者所必备修养条件，“八者备矣，方是得人”。彦琮是从

两个方面进行总结的。一是人品，即其中一、二、五、六诸“备”：忠于佛法，乐于

助人，不嫌费时；遵守戒律，品行端正，不招非议；心胸宽和，谦虚待人，不可武断；

专心研究，淡泊名利，不出风头。二是关于学识的，即三、四、七、八诸“备”：博

览诸典，通义达旨，不存疑义；涉猎文史，精于词句，不译笔硬；精通梵文，掌握译

法，不失原义；兼通训诂，熟习文字，不悖原文风采。

彦琮在《辩证论》中还提出“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的翻译原则，涉

及到翻译标准问题。彦琮是主张“信”为第一位的，推崇直译。

唐代高僧玄奘译经成就斐然，但遗憾的是传世译论却极少，恐多佚传。仅见的

玄奘“五不翻”译论见于宋僧法云编《翻译名义集》卷首“周敦义绍兴丁丑年序文”：

“唐.奘法师论五种不翻：一、秘密故，如‘陀罗尼’（直言，咒语）。二、含多义故，

如‘薄迦’，梵具六义（自在、炽盛、端庄、名称、吉祥、尊贵）。三、此无故，如‘阎

浮树’（胜金树），中厦实无此木。四、顺古故，如‘阿耨菩提’（正偏知），非不可翻，

而摩腾以来，常存梵音。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而七迷之作，

乃谓‘释迦牟尼’，此名‘能仁’，‘能仁’之义位卑周孔；‘阿耨菩提’，名‘正偏知’，

此土老子之教先有无上正真之道，无以为异；‘菩提萨 ’，名‘大道心众生’，其名

下劣。皆掩而不翻。”

玄奘提出神秘语、多义词、没有对应的名次、约定俗成的音译、无法保持原词

原义与色彩的词语皆需“不翻”之翻译的音译，总结出几种本不可译的情况，使直译

与意译的方法得意延伸。以音译作为着可译情况的一种变通手段，玄奘的总结是很恰

当的。

中国译论史上的古代佛经译论阶段，尤其自六朝至隋唐时期，虽然译论的发展

远逊于译经活动的繁盛，且形式上多限于序跋片语，但所论既广、论及又深，涉及翻

译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论及翻译难度、翻译方法、翻译标准、翻译原则、译名问

题、音译问题、翻译批评等。这是为中国译论的发展具有自己的传统风格奠定基础的

一个时期，也是中国译论雄据世界译论之林前列的一个时期，是中国译界值得骄傲的

一个时期。

二.古典译论发展阶段

这个阶段跨越了中国历史古代末期（鸦片战争之前）和近代（鸦片战争之后）两

个时期。这一阶段的议论与前一阶段相比，最重大的区别在于：中国的古典译论终于

结束了译经理论的时代，尽管译经理论的探讨仍在零星继续；而救亡与启蒙的爱国主

义思潮也取代了宗教虔诚灌注于译论的发展之中。例如徐光启（1562-1633）就曾发

表过“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的关于翻译目的的著名议论。

这一时期关于翻译的议论主要集中在翻译的目的、对于利国的重要性及翻译的

功能内容方面。直到乾隆五年（公元 1740 年）魏象乾著有《番清说》，弥补了这一段



的空白。只是这一珍贵的文献由于是朝廷内“实录馆兼内翻书房”用书，用以指导“御

用”翻译，没有外传，因此一直鲜为人知，佚失于中国古典译论史外竟达两个世纪。

魏向乾所著《番清说》比较深入地论述了汉番（翻）清（满文）的经验，涉及

翻译标准、翻译原则等重大问题。关于翻译标准，书曰：“夫所谓’正者‘，了其意，

完其辞，顺其气，传其神，不增不减，不颠不倒，不恃取意，而清文精练，适当其可

也”以避免“出入失正之弊”。这五“其”五“不”精辟地表述了“正”译的标准，

猎及意义与风格。当然偶有增减颠倒的情况也应允许的，“间有增减、颠倒与取意者，

岂无故而然欤？”书中关于《孟子》满译文的评论：“气势畅沛，清文之脉络可宗；

字句安妥，清文之措词可宗；体认精译，清文之理致可宗；或则含意，或则传神，不

支不 ，清文之精练可宗；或则实字，或则虚文，不宽不泛，清文之真切可宗。”又

进一步论及脉络、措词、理致、精练、真切诸方面，并提到气势、含意、传神、实字、

虚文等，言之甚为精彩，确实难能可贵。

近代译论的发展有较大起色，新论论家频出，尤以维新派成绩卓著。

马建忠（1845-1900）在其名篇《拟设翻译书院议》提出对翻译标准的新解释，

即“善译”：“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

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

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

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

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

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

已。”文中有两点至为深刻：1.要求译者对两种语言的了解和掌握已经深入之语言的

文化的各个层面；2.提到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的相同感受问题。

梁启超的译理思想是其《变法通议》第七章《论译书》，文中提出的译书三义：

“今日而言择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择之本；二曰，定公译之例；三曰，养能

译之才。”对选择翻译内容、统一译名、培养翻译人才都提出符合实际的见解。

林纾较早对文学翻译进行比较深刻的论述。他谈到了译者的情感问题，强调译

者在翻译时应该投入感情，与作品及原作者心灵交通，“或喜或愕，一时颜色无定，

似书中之人，即吾亲切之戚畹。遭难为悲，得志为喜，则吾身直一傀儡，而著书者为

我牵丝矣。”林氏还最早论及译诗：“存其旨而易其辞，本意并不亡失。”很有见地的。

关于诗论则要提到胡怀琛（1886-1938）。大量译诗始自苏曼殊、马君武，而开

创诗歌翻译理论探讨之先的，却是胡怀琛。胡氏 1914 年出版的《海天诗话》是中国

最早的诗论。胡氏提出译诗必有“失”：“欧西之诗，设思措词，别是一境。译而求之，

失其神矣。”他还首次论及文学的可译性问题：“或谓文学不可译，此言未必尽然。文

学有可译者，有不可译者。能文者善于翦裁锻炼，未为不可译。若据文直译，则笑柄

乃见异。”对于译诗水平高下问题，胡氏这样论道：“或取一句一节之意，而删节其他，

又别以己意补之，使合于吾诗声调格律者，上也；译其全诗，而能颠倒变化其字句者，

次也；按文而译，斯不足道矣。昔某君尝为予言：学一国文字，如得一金矿。其言谐

而确。然余谓：既得金矿，尤当知锻炼，不然金自为金，何益于我哉！”

张元济（1867-1959）也曾论过译诗的用韵、直译问题。他说：“前者用韵，后

者直译，文从字顺，各有所长。”认为二者皆可，应灵活运用。他还认为“彼邦之诗

明畅浅显，能使读者变化气质”，因此主张译诗也应通俗，“更以极明浅之文、恒习之

字，别译一编”，以便“老妪都解”，也是很有见地的。

高凤谦（1870-1936）也曾有过非常精当的论述：“若译书之人，必兼通中西文

而后可。其有专精西文者，可以文士辅之。传曰：‘言是无文，行而不远。’必使所译



之书，质而不流于俗，博而不伤于诞，文义可观，又无失原书之意。”其中对于翻译

标准的表述不失为难得的精当之论。

古典译论发展时期的最大建树莫过于严复的“信、达、雅”了。这一声名传千

古的三字翻译标准，是严复在《天演论》卷首《译例言》第一段中提出来的：“译事

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

关于三字的立论依据，严氏在第三段中解释说：“《易》曰：‘修辞立诚。’子曰：

‘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译事楷模。”于此

也可看出中国传统译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密切关系。

对于三字的理解及其关系，严复曾作如是解释：“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

即所以为信也。”“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

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

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岂钓奇哉！不佞此译，颇贻艰深文陋之讥，

实则刻意求显，不过如是。”可见，“信、达、雅”三字的排列顺序严复是明白地附以

极为重要的主次意义的。

三字理论与西方译论有似处。一与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相似。二者都论及

翻译标准的三个方面，但：1.表达内容有不同；2.表达顺序有不同，尤其严氏更加强

调三个字的顺序；3.表达方式有不同：三原则繁述，三字简说，繁述者详备而简说者

深刻但可发挥。二与赫伯特.罗森斯坦（Herbert Rothenstein）的“Triness”即

faithfulness，expressiveness，gracefulness 相近。二者几乎同时成名，同被誉

为东西方各自的“金科玉律，尽人皆知”。这是历史的异曲同工，也说明二者的客观

性。

“信、达、雅”集中国翻译标准理论之大成，成为历史上公认的翻译标准的经

典表达，且表达精练之极未有能超越取代者。可以说，“信、达、雅”是中国古典译

论史上的一座丰碑。

2. 现代译论发展时期

这个时期正值翻译发展史的繁荣时期，翻译开始使用白话文。翻译的内容也扩

展到从科技到诗歌的几乎各个方面。因此这一时期的译论也有了进一步的开发，开发

的深度和广度非昔时所能肩比。

这个时期以 1949 年为界。1949 年之前为新文化开发阶段，之后为当代开发阶段。

一.新文化开发阶段

这一阶段历时短暂（只有三十余年），而成就不菲，译论家济济，且多为翻译名

家。译论家多有社团或流派以及政见的背景。因此译论的探讨多以论争进行，论争规

模之大、程度之激烈，远超乎近代时期，成为中国译论发展史上的一大景观。论争的

内容不仅局限于翻译的“内部研究”上，更论及翻译的“外部研究”，尤其是文学研

究会与创造社之间的论争。在各流派、各社团、各名家的论争中，逐渐形成了现代译

学理论的雏形。

这个阶段的译论的发展是以胡适（1891-1962）、刘半农（1891-1934）、罗家伦

（1897-1969）、傅斯年（1896-1950）等人对守旧的封建文人尤其是点名对林纾及严

复所进行的批评为开端，拉开了一场译论大探讨、大论争的序幕。对林、严的批评主

要集中于翻译的选材内容、翻译方法、译名各方面。刘半农关于译诗“直译”的论述

颇有价值。他说：“到了文艺作品里，就发生一个重要问题：情感。情感之于文艺，

其位置不下于（有时竟超过）意义，我们万不能忽视。但情感上种种不同的变化，是

人类所共有的；而语言的方式，却是各不相同的。”对于至为重要却又是不可译的声

调问题，他提出“神情”补偿之：“要是他能得到这神情，他虽然不把原来的声调搬



过来，也一定能在译本中得到一个相当的声调。我想，我们在译事上，于意义之外，

恐怕也只能做到求声调于神情之中的一步。”

社团中译论建树最大的为文学研究会。该会主要代表人物郑振铎、茅盾等对译

论都有杰出的贡献。

郑振铎（1898-1958）继胡怀琛后更为明确地强调了文学的可译性问题，指出：

“文学书是绝对的能够翻译的，不惟其所含有的思想能够完全的由原文移到译文里面，

就是原文的艺术的美也可以充分的移植于译文中固然因翻译者艺术的高下而其程度

大有不同”。而文学的桂冠诗歌的翻译“如果译者的艺术高，则不惟诗的本质能充分

表现，就连诗的艺术的美除了韵律外也是能够重新再现于译文中的。”这个译论在当

时影响很大。

茅盾（1806-1981）即沈雁冰，对于“内部研究”方面，茅盾有精彩之论，尤其

是“神韵”之说：“介绍时一定不能只顾着这作品内所含的思想而把艺术的要素不顾，

这是当然的。文学作品最重要的艺术色就是该作品的神韵。灰色的文学我们不能把它

译成红色，神秘而带颓废气的文学我们不能把它译成光明而矫健的文学...... 如果

能不失这些特别的艺术色，便转译亦是可贵；如果失了，便从原文直接译出也没什么

可贵，不朽的译本一定是具备这些条件的，也惟是这种样的译本有文学的价值。”（《新

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他又提出“翻译文学之应直译，在今日已没有讨论之必

要；但直译的时候，常常因为中西文字不同的缘故，发生最大的困难，就是原作的‘形

貌’与‘神韵’不是同时保留。”的问题。“与其失‘神韵’而留‘貌形’，还不如‘形

貌’上有些差异而保留了‘神韵’。文学的功用在感人（如使人同情使人慰乐），而感

人的力量恐怕还是寓于‘神韵’的多而寄在‘形貌’的少；译本如不能保留原本的‘神

韵’难免要失了许多的感人的力量。再就实际上观察，也是‘形貌’容易相仿，而‘神

韵’难得不失。”

关于神韵，郭沫若（1892-1978）称为“风韵”：“译诗于直译、意译之外，还有

一种风韵译。字面，意义，风韵，三者均能兼顾，自是上乘。即使字义有失而风韵能

传，尚不失佳品。若是纯粹的直译死译，那只好屏诸艺坛之外了。”（《批判＜意门湖

＞译本及其他》）

创造社的郁达夫对译论也有很大建树，尤其是对“信、达、雅”的深刻论述。

他在信、达、雅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不过这三字是翻译的外的条

件，我以为没有翻译以先，译者至少要对于原文有精深的研究，致密的思索，和完全

的了解。所以我对于上述的信达雅三字之外，更想举出‘学’、‘思’、‘得’的三个字

来，作为翻译者的内的条件。”所谓“学”者，“是对于一种著作的深湛的研究，并不

单指懂外国文的程度而言。”所谓“思”者，是指“原著者既费了几年的汗血，付与

他的思想以一个形式，我们想传他的思想的人，至少也得从头到尾，设身处地的陪他

思索一番，才能对得起作者”。至于所谓“得”者，“是最要紧的一个条件。我们于动

手翻译之先，至少先要完全了解原作者的精神，而原作者的精神的了解，不是单因通

外国文字可办得到的。”

创造社另一位主要人物成仿吾（1897-1984）在《论译诗》中提出：“译诗虽也

是把一种文字译成第二的一种文字的工作，然而因为所译的是诗 一个整个的诗，所

以这工作的紧要处，便是译出来的结果也应当是诗”的重要观点，又提出“译诗应当

忠于原作”：“理想的译诗，第一，它应当自己也是诗；第二，它应传原诗的情绪；第

三，它应传原诗的内容；第四，它应取原诗的形式。”认为第一条“是诗”要看译者

的“天分”即感受力；第二条“情绪”要看译者的“感受力”与“表现力”；第三条

“内容”要看译者的“悟性”与“表现力”；第四条“诗形”要看译者的“手腕”，仍



指表现力。他还将译诗分成两种，即：一、表现的翻译法 Expressive method；二、

构成的翻译法 Compositive method。表现的翻译法是指“译者用灵敏的感受力与悟

性将原诗的生命捉住，再把它用另一种文字表现出来”；构成的翻译法是指“保存原

诗的内容的构造与音韵的关系，而力求再现原诗的情绪”。成氏进一步解释道：

“表现的翻译法是要从一个混一的情绪放射出，所以它的作用是分析的，远心

的；构成的翻译法恰恰相反，是要从散乱的材料结合起来成一个混一的情绪，所以它

的作用是综合的，求心的。

表现的翻译法既是由译者放射出来，结果难免没有与原作的内容不同之处；譬

如，原作字句的先后详约，每被颠倒或更改。这是它不如别的一法之处。然而构成的

翻译法，虽在内容上可以无限地逼近原诗，而情绪每有不能用这种自绳自缚的方法表

现出来的。”

提出“以诗译诗”的，还有闻一多（1899-1946）：“在译诗时，这译成的还要是

‘诗’的文字，不是仅仅用平平淡淡的字句一五一十地将原意数清了就算够了。”闻

氏还提出好诗“是禁不起翻译的”，就象一朵鲜花，“采它就是毁它，‘美’是碰不得

的，一粘手它就毁了”“既要译诗，只好在不可能的范围里找出不可能来”。

第一个用比喻的方法来说明翻译的是曾虚白（1894- ），他是用摄影来比翻译的。

“翻译家镜头的目标却不能求之自我了；他的摄景是人家已做成的片子，要他照模照

样的再翻一张出来。负着充分摹仿人家个性的使命，却时时刻刻提防着自己的个性钻

出来胡闹。所以创作的需要是独立性，翻译的需要是摹仿性。”曾氏还对“神韵”进

行过论述：“其实，所谓‘神韵’者，并不是怎样了不得的东西，只不过是作品给予

读者的一种感应。换句话说，是读者心灵的共鸣作用所造成的一种感应。”这种主观

感应说将翻译标准理论融进美学、心理学的原理，很具有现代译论的气息。

陈西滢（1896-1970）则用雕刻师的塑象、画师的画像来比翻译，又进一步用临

摹古画来比，从而进一步提出翻译的三种境界：形似、意似、神似。形似的翻译效果

往往相反，使轻灵变成笨滞，活泼变成古板，滑稽变成无意识，伟大变成无意义。意

似的翻译则要轻灵的归还它的轻灵，活泼的归还它的活泼，滑稽的归还它的滑稽，伟

大的归还它的伟大。

林语堂提出翻译是一种艺术，并第一个明确提出“讨论翻译须研究其文字及心

理问题”，将现代语言学和心理学作为译理的“学理剖析”的立论根基。他还论述了

翻译的三重标准：“第一是忠实标准，第二是通顺标准，第三是美的标准”并承认“与

严氏的‘译事三难’大体上是正相比符的”。他又将这三条标准转换为译者的三种责

任：“第一是译者对原著者的责任；第二是译者对中国读者的责任；第三是译者对艺

术的责任。”这种论述很有创见，后人往往借此发挥。林氏在谈到直译与意译时另外

提出“字译”与“句译”，并指出：“与其求守原文逐字意义，毋宁求达原文语意，这

是字译与句译的区别。”实际上，句译这一提法已经触及到翻译单位的问题。

陈康论述翻译方法时说过“凡遇着文辞和义理不能兼顾的时候，我们自订的原则

是：宁以义害辞，毋以辞害义”。还说过“‘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诚然是历史上已

经验证了的名言，然而我们还要补充以下两句话，即：文胜其质，行远愈耻”。陈康

的两句对言：“宁以义害辞，毋以辞害义”和“文胜其质，行远愈耻”见解独特，很

为后人所称道。

鲁迅关于译论的文章主要有：《“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1930），《关于翻

译的通信》（1931），《几条“顺”的翻译》（1931），《风马牛》（1931），《再来一条“顺”

的翻译》（1932），《为翻译辩护》（1933），《关于翻译》（上）（下）（1933），《论重译》

（1934），《再论重译》（1934），《“题未定”草》（1935），《非有复译不可》（1935）等。



鲁迅关于译论的最大贡献是关于“直译”问题的论述，在译界论坛高树一帜，

留下不少的发前人所未发的佳论。坚决主张“直译”。

鲁迅最为精彩的“丰姿”说发表在《“题未定”草.二》中：“动笔之前，就先得

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如果还是翻译，那么，

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

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想象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其实世界上

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凡

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面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

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

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这段论述不

单深入讨论了“直译”的问题，提出“移情”“益智”及“洋气”“异国情调”等重要

观点，“一面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又是鲁迅对于翻译标准的精

妙论述，涉及翻译美学等问题，成为传世之论。

二.当代开发阶段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中国的译论基本上处于“闭门造车”的状态，关上了

与国外译论发展交流的大门。这个时期来自国外的理论，主要是一些“有指导意义”

的前苏联的数量有限的论著。

傅雷是鼎鼎的大翻译家，也是影响极大的著名译论家。傅雷是极力推崇“神似”

一说的，他不止一次地强调这一翻译观：“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象临画一样，所求

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愚对译事看法实甚简单：重神似不重形似。”“神似”说自茅

盾、陈西滢首创以来，经傅雷大加推崇并用绘画作比，竟至一时名声大噪，流传甚远，

终成我国译论界的一大派系。

我国当代名震中外的大学者钱钟书也对文学翻译作过精湛论述。在《管锥编》

中，他对翻译标准有过精彩的辩证的论说：“译事之信，当包达、雅；达正以尽信，

而雅非为饰达。依义旨以传，而能如风格以出，斯之谓信。支、严于此，尚未推究。

雅之非润色加藻，识者犹多；信之必得意忘言，则解人难索。译文达而不信者有之矣，

未有不达而能信者也。”他认为信、达、雅三字既非孤立，也非平等，其理辩证，其

言深刻。钱氏关于翻译的最高境界一说，更是脍炙人口，与“神似”说有同工异曲之

妙，成为译论界又一大派系。关于这一最高境界的缘起，他作如是解说：“ 汉代文

学学者许慎有一节关于翻译的训诘，义蕴颇为丰富。《说文解字》卷六《口》部第二

十六字：“ ，译也。从‘口’，‘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 ’，读若‘ ’。”

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

鸟”的引“诱”，“ ”、“讹”、“化”和“ ”是同一个字。“译”、“诱”、“媒”、“讹”、

“化”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人所谓“虚涵数意”

（polysemy，manifold meaning），把翻译能起的作用（“诱”）、难以避免的毛病（“讹”）、

所向往的最高境界（“化”），仿佛一一透示出来了。”

钱氏关于著名的“化境”的精彩论述是这样的：“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

‘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

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钱氏还有一段关于两种翻译方法的描述，发人深思：“就文体或风格而论，也许

会有希莱尔马诃区分的两种翻译法，譬如说：一种尽量‘欧化’，尽可能让外国作家

安居不动，而引导我国读者走向他们那里去，另一种尽量‘汉化’，尽可能让我国读

者安居不动，而引导外国作家走向咱们这儿来。然而，‘欧化’也好，‘汉化’也好，

翻译总是以原作的那一个语文为出发点而以译成的这一国语文为到达点。从最初出发



以至终竟到达，这是很艰辛的历程。”看来，钱氏的重点是倾向于“译成的这一国语

文”的。其实有一点不可否认，即出发点对到达点必然会产生的影响。在这一问题上，

鲁迅的重点则是倾向于“引导我国读者走向外国作家那里去”的。

不过，就“神似”“化境”翻译观的本质来说，仍属于文学或美学的概念范畴。

有人将此作为翻译标准，总结为“神似”标准、“化境”标准，就有文不对题之嫌了。

另外，如果将“神似”“化境”与直译对立起来，就更容易走向荒谬。后来的实践证

实，中国译界曾有一个阶段对“重神似不重形似”进行了偏激的解释，变成流行一时

的“但求神似，不求形似”口号，形成所谓“新林派”的一种翻译倾向，对风行一时

的赶译、抢译、滥译之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不过，就“神似”“化境”翻译观的本质来说，仍属于文学或美学的概念范畴。

八十年代后期以后，对翻译标准的讨论还在标准的多元化、模糊测度和定量分

析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新探索。

这个时期的译论首先试图在我国传统的几个翻译基本问题上进行深入的探讨，以寻求

打破长期徘徊的局面，实现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首当其冲的传统基本翻译问题便是翻译标准。翻译标准是中国传统译论的主体，

是开展翻译批评的依据，也是其它译论问题发展的基础；因此在现代译论发展时期理

所当然地先将火力集中于斯处。

“信、达、雅”三字更是首当其冲之其冲。尤其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翻

译标准讨论的主流便是对“信、达、雅”地位的重新认识、重新解释和重新定位。“信、

达、雅”究竟应不应该继续稳居翻译标准的最高宝座上？是否有新的更好的表达可以

取而代之？讨论的结果，除少数观点认为这三个字阻碍了中国译论的发展，即使修订

或重新解释也是一种没有出息的原地踏步，已经到了非摒弃不可的时候了。但大多数

见解逐渐趋于一致：在尚未产生更好的表达之前，可以赋予“信、达、雅”以新的理

解、解释和含义。更准确地讲，是用新时代的新含义来正确理解“信、达、雅”，继

续继承和沿用之；因为，人们提出过不少新的表达方法，未有能超越“信、达、雅”

者。随着时代的变迁，对字词及表达赋以新义是应该的，而且自古如此。

对“信、达、雅”的理解主要集中于：1.对三个字的具体理解尤其是对“雅”字

的理解上。“雅”被理解为“文雅”、“文采”、“风格的雅”、“文体的雅”、“切”、“贴”

等等。对“信”的理解则普遍认为三个字的涵义是不同的，“信”中应该包含有“达”

和“雅”的成分，不应将“信”的涵义缩小；2.三个字的相互关系上。人们重点对“信、

达、雅”三字的关系进行了研讨，一致认为三个字不是孤立的，不应该以并列来看待。

“信”指的是对原文意思的忠，“达”指语言通顺问题，“雅”指文体，即语言风格问

题。“信”是统帅，是第一位的，因此“达”“雅”也不应该离开原文的“达”“雅”

而一味发挥译文语言的优势。也有观点认为“信”与“达”为统帅，是“翻译的必须

条件”，而“雅”为翻译的“充分条件”。还有的观点认为干脆只用一个“信”字，因

为“信”已包括了一切。

在多元化方面，认为存在着若干共时的标准，从而将翻译标准分解为绝对标准

（即原作本身）、最高标准（即最佳近似度）、具体标准（即分类标准），而其层次关

系为：绝对标准最高标准具体标准。然而如果将绝对标准理解为虚设，则其实际用途

极其有限，是为了“满足一部分人渴求绝对标准的欲望”，从而否定了“忠实”的提

法，成为“如摘镜中之花”，还需要进一步的慎重研讨才能得出结论，不然容易引起

混乱。这需要解决“忠实”究竟是“抽象”的还是“客观”的问题。翻译的多元化的

具体划分不止于这一种，也有从其它角度对翻译标准进行具体分解，如根据话语层便

可提出七条标准，即：意图性、信息性、可接受性、形式连接、意义连贯、章际性和



场合性，等等。

模糊测度主要是从思维的不确定性，以及人的认识、审美和语义的模糊性出发

进行考虑的，尤其从文学翻译的角度进行了西方传统的“等值”观与中国传统的“相

似”观的比较，探讨了求等的翻译思维与求似的翻译思维等问题。

定量分析是相对传统的对译文评价的“定性分析”也称“半定量分析”而言，

将模糊数学的理论如模糊集合理论与方法及公式引入翻译标准的评定中，借助于模糊

数学中的模糊聚类分析法对译文各单位的隶属度进行判断，同时结合专家评判法对隶

属度作最后确定，从而作出译文质量的评定参考指数。翻译标准在定量分析方面的探

讨尤其对自动翻译与机器阅卷具有很大实用价值。然而翻译毕竟不是数学，有些问题

如隶属度如何划分、权重集如何建立、评价单位如何确定等都不是公式所能一言以弊

之的。如何处理好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的关系问题，这将是定量分析研究的关键问题，

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另外，也有根据语言的静态等级和动态层次，通过若干平面

求得原文与译文的等值关系，但需要进一步解决的关键问题也类似于数学方法需要解

决的问题。

八十年代以后关于翻译方法的讨论继续朝着文学翻译的风格的方向深入探讨。

首先对风格的可译性进行了论述，一致认识到原作意象的隐或显、婉或直、艳丽或质

朴、庄重或谐谑皆可译。对风格的可译性还以现代语言学、符号学、美学和应用语言

学为理论基础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对风格意义的可知性、风格的认识论依据、风

格的翻译转换手段、风格的翻译标准、风格翻译的原则、风格翻译的可译性限度以及

诗歌的风格翻译、散文的风格翻译等等问题也同时进行了从宏观描述到微观分析的有

意义的探讨，尤其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现风格翻译的探讨热。

翻译方法是另一个深入探讨的翻译基本问题。

首先是讨论了一千多年的直译与意译问题仍在继续讨论。时至现代，讨论的焦

点已经不在孰优孰劣上。经过新文化时期以来的反复讨论，在这一点上各派基本达成

共识：直译与意译不应是互相排斥、不相容的关系。探讨深入到两者与翻译标准所具

有的关系和适用的场合。关于前者，主流观点认为无论直译还是意译都应遵守一个重

要原则，即必须把忠实于原文内容，把“信”放在第一位；否则，既非直译也非意译。

仅忠实于原文的语言形式决非直译而是死译；仅追求译文的语言形式则决非意译而是

乱译。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在把“信”放在第一位的前提下，直译将原文的语言形

式放在第二位，译文的“达”要服从于原文的“达”；意译则将译文的“达”放在第

二位，不拘泥于原文的语言形式。意译多用于文学翻译。

八十年代以后关于翻译方法的讨论继续朝着文学翻译的风格的方向深入探讨。

首先对风格的可译性进行了论述，一致认识到原作意象的隐或显、婉或直、艳丽或质

朴、庄重或谐谑皆可译。对风格的可译性还以现代语言学、符号学、美学和应用语言

学为理论基础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对风格意义的可知性、风格的认识论依据、风

格的翻译转换手段、风格的翻译标准、风格翻译的原则、风格翻译的可译性限度以及

诗歌的风格翻译、散文的风格翻译等等问题也同时进行了从宏观描述到微观分析的有

意义的探讨，尤其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现风格翻译的探讨热。

关于风格翻译的讨论必不可免地又引发了翻译美学的构思问题。现代美学基本

理论的构思提出了四个核心内容（即翻译美学的范畴）：审美客体（原文）的表象要

素和非表象要素；审美主体（译者）的文化素养、审美意识和审美经验；审美体验的

一般规律以及审美标准的相对性、时代性、社会性和依附性。翻译美学的讨论还涉及

到神韵的概念，分别从风雅、韵律、情操、灵感进行论述，阐述了翻译的神韵观的内

容。翻译美学的讨论和进展对于翻译的审美标准的研究、对于提高翻译质量具有重大



意义。

翻译单位也受到重视。引进了国外的语义确定法、话语切分法和逻辑分解法，

对翻译单位的可操作性、对分析单位（及理解单位）和转换单位（及表达单位）的区

分，探讨由静态分析进入动态分析的阶段。

对翻译原理的探讨也取得一定成果。一方面，开始重视翻译原理的系统性研究

对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实践所具有的意义，对翻译理论具有的职能、翻译的本质、中国

翻译理论的基本模式、翻译的层次、语义的对应的可能性和非对应的必然性及转换模

式、翻译中信息的传递模式及翻译过程中译者的特殊思维活动等等都有涉及和进展。

另一方面，翻译原理探讨注意了吸收其它相关学科的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因此具有

比较强烈的跨学科性质。

关于横向联系。翻译具有比较和跨学科的性质，尤其与哲学、思维科学、语言

学、逻辑学、心理学、美学、信息科学等关系密切，处于人类大文化系统的综合背景

之中。这种跨学科研究也被称为“翻译学外部系统”，即哲学思维系统、语言符号系

统、社会文化系统。

思维与逻辑引入译学研究，使译学在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在翻译过

程中的活动规律、原作者与译者的思维活动的基本特征受到重视。

这个时期语言学的飞速进展带动了整个译学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符号学的发

展，更促进了语言对比翻译的对应规律的研究，使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逐步形成“符

号学翻译模式”概念，使翻译理论开始跨出纯语言研究的范围，为译学提供了研究的

新角度、新视野、新方位。

社会文化使译学研究跨出纯语言研究而进入一个更新更广阔的研究天地。八十

年代后对于对比文化学与翻译的关系的探讨逐渐形成热潮而且逐渐深入。

翻译美学的构思也与美学的研究成果紧密相关，美学原理对文学翻译的指导作

用受到重视，对于翻译中的美学原则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口译研究也有明显发展，研究主要在基本理论研究和基本技巧研究方面。基本

理论涉及口译的定义、特点、语言风格、标准、临场心理、效果评价等当面。基本技

巧包括综合性的口译技巧、政治会谈性的口译技巧、科技性的口译技巧、商务性的口

译技巧、导游的口译技巧、同声传译的口译技巧及口译的技艺技巧等方面。

除此之外，在自动翻译、翻译教学等领域的研究也在不断拓展深入。

西方译论史概要

漫步于西方译论发展历史的长河中，可以使人领略到西方学者们对翻译理论从

浅入深、由表及里的不断开拓、不断探索、不断深入、不断求新的开创进取的精神和

实践的轨道。

1．开创与译经理论的古典时期

这个时期以公元前古罗马时期的西塞罗为源头，以十八世纪末的泰特勒殿后，

绵延近十九个世纪。

远在古代译论早期，大批杰出的译论家便不断涌现，古希腊罗马文化时期的著

名学者，如金蒂连（Quintilian）、西塞罗（Ciceron）、霍勒斯（Horace）、加塔提斯

（Catullus）、小普利尼（Pliny）等都对翻译理论进行过探讨，其中西塞罗与霍勒斯

最具代表性。曾做过执政官的著名罗马政治家、哲学家与散文家马尔库斯.图留斯.



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 ，106-43BC）的翻译两分法，在历史上第一个提

出译文与原文关系的忠或不忠、翻译基本方法的直译与意译的重大翻译理论问题。他

说：“我不是作为解释者而是作为演说家进行翻译的，不是词当句对，而是保留语言

的总的风格和力量。”（《论演说术》，46BC）他将翻译分为“解释者”的翻译和“演说

家”的翻译两种类别而自称属于后者，而且是针对词对词的死译而言的。其稍后的昆

塔斯.霍雷修斯.弗拉库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65-8BC），通称霍勒斯（一

译为贺拉斯）（Horace）是奥古斯都时期著名的诗人与批评家，他更加明确地反对词

对词死译的做法，主张“忠实原著的译者不会逐字直译”而应该采用“意义对意义”

（sence for sence）的活译。西塞罗与霍勒斯处于古典哲学的时代，因此他们的关

于“自然”与“和谐”的翻译美学观的译论显然受到哲学的影响，尤其是柏拉图的理

性论的影响，认为翻译的模仿顺于理念的本质而顺乎自然、归于和谐、实现美的统一；

同时又清醒地认识到理念的原则不应僵化，“及致损害原文的风貌”。后来这种主张又

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如昆提利安便提出译者需与原作者“竞争”、翻译便是创作的提

法。

西方古代译论在公元四至五世纪达到其鼎盛期，代表人物为杰罗姆和奥古斯丁。

杰罗姆（St.Jerome,347-420），著名宗教作家，他提出的“文学用意译，《圣经》则

用直译”的主张将译论探讨进一步深化了。他的见解十分精辟，针对自西塞罗之后进

半个世纪的重新泛起的“陈腐”译风，大胆呼吁“译者都应该作本国语言的主宰”，

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的。而他本人正是拉丁文《通用本圣经》的译者。奥里利厄斯.

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对于翻译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其对古代

语言符号学的研究。早在奥古斯丁之前约二百年的克劳迪亚斯.盖伦（Claudius Galen，

129-199 A.D）便已提到 Semiotics 即哲学上的“符号学”一词。可见作为西方翻译

理论基础的符号学几乎与古代译论同样源远流长。奥古斯丁作为与杰罗姆同时代的著

名宗教作家，也对《圣经》发表过自己的见解：“凭上帝的启示”、“凭灵感”。杰罗姆

与奥古斯丁对于翻译理论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杰罗姆与奥古斯丁之后，整个欧洲开始进入中世纪。除偶有与《圣经》的翻译

有关的论述以外，西方译论也进入一个漫漫的无甚建树、万马齐喑的时代。这个时代

的译论基本上以宁要“内容精确”、不要“风格优雅”的直译主张为主，只是到了公

元九世纪，英国西撒克逊国王兼学者的阿尔弗雷德（Alfred "the Great"，849-899）

又提出“有时逐字译，有时意译，力求译文清楚易懂”的灵活翻译的主张。其后意大

利“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恩格斯语）但丁.

阿里盖利（Dante Alighieri，1265-1321）又提出“文学不可译”论的新观点，体现

了西方译论的开创进取精神，标志着西方译论即将步入文艺复兴的时期。

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译论重新开始活跃起来，但倾向于向古代文化寻求新思想。

这一时期的主要译论家有 Netherlands 著名语言学家德西德利乌斯.埃拉斯慕斯

（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主张《圣经》翻译者的语言知识，而不应屈从

于神学权威；Deutschland 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

用民众的语言翻译《圣经》。他所提出的翻译原则在当时影响颇大，可归纳为七条：1.

改变词序；2.添加情态动词；3.引入起连接作用的词；4.删去译文中没有对应词的原

词；5.必要时译文用短语表达原文单词；6.将比喻译成非比喻，将非比喻译成比喻；

7.分清神学语体与其他语体。

法国语言学家、印刷商艾蒂安.多莱（Etienne Dolet，1509-1546）提出“翻译

五原则”，即译者须理解原作内容、通晓两种语言、避免逐词对译、采用通俗的口语

形式和保持原文风格及韵味。多莱提出的这五个翻译原则是很有见地的，他被认为是



西方译论史上第一个提出翻译理论的人。

在十七世纪之后的近代，英国作家亚伯拉罕.考利（Abraham Cowley，1618-1667）

是在当时非宗教翻译家中出现的翻译自由化倾向的主要代表，他主张多译，以意译之，

反对逐词翻译。英国剧作家、复辟王朝的桂冠诗人、翻译家约翰.德赖登（一译为德

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则首次提出“直译”、“意译”、“拟作”的三分法

及翻译是艺术的重要观点。三分法即翻译的三种类型：1.词语转移法，即词对词地直

译；2.意译法，即意思对意思，不可对原意发挥；3.伪译法即拟作，译者可以改动原

文的词语和意思。实际上，德赖登继考利之后将翻译的自由化推向高峰，不讲“忠实”

的自由翻译风盛行。这也是翻译史上的一种矫枉过正的必然现象。德赖登很早便提出

翻译是艺术的观点，这也是很难能可贵的，而翻译究竟是艺术还是科学是今天的译论

家仍在讨论的话题。法国的巴托（1713-1780）则又冷静地提出过“作者是主人，译

者是仆人”的译文“不增不减不改”的精确翻译论。

这个时期影响最大的译论家为坎贝尔和泰特勒。乔治.坎贝尔.阿伯丁（George

Campbell of Aberdeen，1719-1796）1789 年发表了《圣经》翻译的三原则：1.正确

表现原文意思；2.尽可能传达原作者的精神和态度；3.保持原文的表现力，自然而易

懂。第二年，英国苏格兰文艺理论家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1747-1841）在其《翻译原则》（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一书中

提出了进一步的针对一切作品的翻译三原则，即：1.译文应完全传达出原作的意思；

2.译文的写作风格和韵味应与原文一致；3.译文应与原文同样流畅。从思想内容、文

体风格、语言三方面对翻译原则进行了精辟的论述。泰特勒是西方译论史上第一个比

较全面系统地提出翻译理论的译论家，是西方译论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泰特勒还最早

触及到翻译的等效概念，明确提到相等的感受问题。

2. 现代译论发展时期

这个时期始于十八世纪末，延续至今。又以二十世纪中期为界，以前为承前启

后的开发的初期阶段，以后为开发的现代阶段。

一.西方译论开发的初期阶段

中世纪之后，全欧兴起启蒙思想运动。这个时代出现的以对意义求本溯源、反

对经院哲学的唯名论和唯实论的神秘主义为宗旨的诠释主义学派（hermeneutics），

则 成 为 当 代 翻 译 理 论 重 要 的 思 想 基 础 之 一 。 该 学 派 的 代 表 施 莱 尔 玛 克 赫

（F.E.D.Schleiermacher，1768-1834）深入探讨意义，在其释义理论中提出确定检

验语义必须以对文本的共时的共识为依据；词语的意义必须以语境为参照。施氏的释

义理论强调了译者与原作者的共识，强调透过文本探测原作者的思维轨迹。施莱尔玛

克赫还具体地提出口译与笔译、文学性翻译与机械性翻译的区别。除施莱尔玛克赫之

外，这一时期还有洪堡特（1767-1835）、英国的安诺德（1822-1888）等等发表过一

些译论，主要也都集中于文学翻译方面，如洪堡特关于可译性问题的论述和安诺德关

于“翻译荷马必须正确了解荷马特征”的观点等，而以法国的瓦勒瑞（P.Valery）1946

年发表《圣.杰罗姆的祈求》标志着这个初期阶段的终结。总体来说，这个阶段的评

论比较泛泛，在具体重大的翻译理论问题上并未出现突破性的进展。

二.西方译论开发的现代阶段

在译论开发的现代阶段，西方译论界不拘于诠释一派之学说，而是在其基础上

突破作为西方译论背景的宗教与哲学的领域。这个时期翻译理论的探讨的最大特点是

积极吸收有关学科的最新成果，如对比语言学、交际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结构主义

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理论等，从语言的表层到语言的深层，从语言的结构到语言的

意义，从语言的本质到语言的功能等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探讨。利用哲学、自然科学、



心理学、社会学、美学的最新发展成果，尤其是现代语言学的崛起和发展，形成诠释

学派、语言学派及由语言学派所派生的交际功能学派、社会符号学派以及传统的文学

派等不同角度，或偏重于意义，或偏重于结构，或偏重于双语现象，或偏重于语言的

功能，或偏重于句型变换等，对翻译的原则、翻译的性质、翻译的类别、翻译的方法、

翻译的技巧等进行研究。

文学派也称语文学派或文艺学派，历史悠久。西方译论远在古罗马的著名喜剧

作家普布留斯.泰伦提乌斯.阿非尔（Publius Terentius Afer，190?-159），通称泰

伦斯，便已开始了语文学方向的翻译理论研究，对翻译方法、翻译目的和效果，以及

翻译的风格、诗的翻译进行了文学方面的探索研究。当代语文学派与功能文体学与社

会符号学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跨学科式研究，注重研究各种文学形式的翻译、“对策

规范”及接受者因素等，如霍姆斯（J.Holmes）、克鲁申纳尔（A.Cluysenaar）及列

费维尔（A.Lefevere）等进行过有益的探讨。列费维尔还将美国著名诗人及翻译家庞

德（E.Pound,1885-1972）的译诗经验总结为影响较广的译诗的“七项对策”，即：1.

音素翻译；2.逐字对译；3.音步翻译；4.散文化翻译；5.音韵翻译；6.自由诗体翻译，

即有韵诗译成无韵诗；7.意译。列维则提出“翻译应当使读者产生幻觉”、“翻译重在

再创作”的文学气息浓烈的翻译理论。

与语文学派相对的另一译论研究方向是语言学派，其源头可追溯至古罗马的奥

古斯丁。二十世纪西方译论进入开发的现代阶段以后，语言学派成为现代译论研究的

主流，占有主导地位。因此研究现代西方译论便不能不着力从语言学及其分支学科的

角度去追寻翻译理论发展的踪迹，因为西方译论家们基本上共同认为，翻译更多地应

该属于语言的学的范畴，尤其与语义学及语用学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语言学派从北美到欧州译论家人才层出，包括维奈（J.P.Vinay）、达贝尔内

（J.L.Darbelnet）等。卡特福德（J.Catford）以 M.A.K.Halliday 关于语言结构分

为“级”或“层”的形式结构原理为依据，集中探讨了翻译的“等值”问题，即 SL(Source

Language) 与 TL(Target Language)的某一级对应形式结构单位形成等值关系，如在

本级不能形成等值关系则在上一级形成，比如从词素级升为句子级。卡特福德及弗斯

（1810—1860）的“言语环境对等”理论强调了语言结构的形式，对语义结构的意义

及功能却重视不够。这也是语言学派容易产生的一种普遍倾向。法国语言学家乔治.

穆南（Georges Mounin）注意到翻译的意义问题，在《翻译的理论问题》一书中探讨

了译文与原文的概念接近问题，提出各民族和语言集团对事物的切割不同，因此应予

考虑每个切割与概念的对应关系。实际上穆南的主张即是“从意义出发并在语义领域

之内”进行翻译。语言学家雅各布森（R.Jakobson，1896-1982）提出“语内翻译”、

“语际翻译”、“符际翻译”的翻译三类别，并精辟陈述过翻译的对等问题。他说：“差

异之中的对等，这是语言的根本问题，也是语言学的关键课题。”说明对等是相对的。

纽马克是当代译论大家。他对六十年代以来流行的翻译等效原则提出异议，说

明一是有些情况下等效是不可能的，二是译文忠于原作者就不一定能够忠于读者。为

此，他将译文分为两类，即忠于读者的“通达型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和忠于作者的“语义型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

当代西方译论成就最大、威望最高的是美国著名翻译理论权威尤金.奈达

（Eugene A.Nida）。奈达是集语言学各派翻译理论之大成者。从结构主义的成分分析

方法到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理论的句型转换机制，从以话语语言学和信息理论为理论

基础的交际功能翻译模式到以现代语言符号学为理论基础的社会符号学翻译模式，他

不断开创进取，阐述了双语对比的翻译理论、动态对等翻译、等效翻译、翻译的语言

与文化等重要翻译理论。奈达著名的“动态对等”理论是在 1964 年发表的《翻译科



学初探》一书中提出的。他指出：“（译文）接受者和译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与原

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上相同。”该书也被西方翻译界公认为西方现代

翻译理论的代表作。

“动态对等”理论是社会符号学所提供的观察翻译理论新视角的直接产物。最

早全面提出符号学概念的是美国哲学家皮尔士（C.S.Peirce，1839-1914），由哲学家

卡尔纳普（R.Carnap，1819-1970）和莫里斯（C.W.Marris，1901- ）进一步发展，

并由莫里斯划分出符号的三个方面，即语义（mantic）、语用（pragmatic）和符号关

系（syntactic），所对应的符号学意义则称为指称意义、语用意义和言内意义。奈达

充分认识到符号学对于翻译理论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他指出符号学的翻译模式“具有

某些优越性”。

“动态对等”理论的提出是翻译理论的重大进展。由于“动态对等”阐述了翻译的效果

问题，从理论上解决了直译强调形式对等而忽视效果，自由译强调译文效果而忽视对等的矛

盾，从而使贯穿整个西方翻译史的直译与自由译之争基本得以平息。后来，奈达又将“动态

对等”的表达作了一定的改动，用“功能”代替“动态”。以往的翻译理论多强调原作到译文

的转换，奈达则特别强调读者，这样将原作者的意图和期望所产生的反应与原文读者及译文

读者的反应也纳入翻译的视野。奈达的论述也涉及到对意义的理论描写和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文学翻译的内容与风格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不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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